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江轩宇，朱梦遥，谢蓉蓉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

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

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

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

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

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

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

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

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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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镇化目标正

确、方向对头，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将城市群作为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城市群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缺乏

对这项政策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探讨。收入分配政策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而劳动

收入份额是初次分配的核心指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保证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施新政等，2019；江轩宇和朱冰，2022）。因此，本文从上市公司劳动收入

份额的角度考察了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以期更加全面地评价城市群规划的政策效应。

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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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城市群是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之所以选择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从传统理论

来看，劳动收入份额属于宏观经济问题，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是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总

（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聚集过程，有利于深入剖析

劳动收入份额在微观层面的基本事实与影响机制。同时，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

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方军雄，2011）。因此，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展开

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第二，现有文献（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施新政等，2019）指出，使用

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能够有效避免使用宏观数据衡量劳动收入份额时存在的统计口径不同、数

据平衡和修订等问题，这缓解了数据层面度量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本文基于 2007−2020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

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让员工更好地分

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

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

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

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的中心城

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

心城市“虹吸效应”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视

角。国内学者从区域发展与变革等特征维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有益探讨，发现

要素市场分割（王宋涛等，2017）、地区性别失衡（魏下海等，2017）、产业升级（周茂等，2018）以

及行政审批改革（郭小年和邵宜航，2021）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同样立足

于区域发展视角，但与以往文献主要着眼于区域自身特征不同，本文重点探讨了区域之间的协

同发展，即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

文献。第二，本文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从城市发展（Portnov 和

Schwartz，2009）、企业投资策略联动性（赵娜等，2017）、环境保护（张可，2018）、金融发展质量

（刘倩等，2020）以及地方税收竞争（龚锋等，2021）等维度检验了城市群政策的经济后果。但鲜

有研究关注城市群政策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决策的影响。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承担着

初次分配的重要职责，企业就业是广大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取得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提

高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对于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本文从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维度展开研究，为城市群政策的经济后果补充了经验证据。第三，本文在验证城市群政策提

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基础上，还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发现，城市群

政策能够通过三个路径来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本文还从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城市

群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异质性特征。这有助于揭开城市群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黑箱”。

江轩宇、朱梦遥、谢蓉蓉：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① “虹吸效应”的本意是指有限的经济要素（人力、技术和资本）在市场力量下会向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中心城市集聚。而本文所提及的

“虹吸效应”特指城市群政策在收入分配中会牺牲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或城市群周边城市）劳动者的报酬，仅提高城市群内中心城市（或城市

群自身）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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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

城市群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基于人口、交通、贸易等联系机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

辐射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集合体。自“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将城市群

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渐由“四大板块”战略向城市群战略

拓展。群内城市会自发推进区域联动，以达成专题项目（张学良等，2017）。但由于缺乏“顶层设

计”，城市群总体上仍处于培育阶段，高效协同的发展机制亟待健全。

为了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国务院相继批复各大城市群，并发布包括经济要素流动、

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均等和基础设施共享等在内的配套政策文件，将城市群建设推进至

2.0 版本，旨在以政府引导和政策赋能的方式从整体规划的角度将城市间的非正式合作上升至

组织层面，明确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共同目标，细化清单和路径设计。在城市群发展规划得到国

务院正式批复后，各级政府会依据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从国家战略出发，通过设计、建设、管

理和服务等“一盘棋”谋划，一体化推动城市群的空间布局优化和发展体系提升。城市群建设的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切实打破行政藩篱，提升合作层次与水平。政策出台后，群内城市签署了一

系列合作协议，定期完善会商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依法落实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和重点

任务，并在交通、文化、旅游、政务服务和一些产业项目上进行对接，共同构建大产业、细分工的

区域产业发展高地。同时，城市群政策还加快了内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了政府职能转

型。截至 2020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十一大城市群 GDP 总额超过 68.5 万亿元，约占全国

GDP 总量的 68%。可见，城市群经济飞速发展，一体化建设水平大幅提高，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块

状模式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理论假说

本文认为，城市群政策可以通过三个路径来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1.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垄断是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Autor 等，2020；文雁兵

和陆雪琴，2018）。我国企业垄断的形成涉及非市场因素，在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

府可能会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影响竞争，使当地企业在特定行业中获得竞争优势，阻碍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损害市场统一与公平竞争（陆铭和陈钊，2009；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

而在城市群政策下，由于中央统筹规划和建立地区间利益协调机制，要素和资源可以自由

跨越行政边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唐为，2021）。这种

由传统行政区向经济功能区转变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效推动了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张学良

等，2017），打破了原有经济治理的“藩镇割据”思维（刘倩等，2020）。在城市群政策下，地区间

可以积极推进行政许可、工商登记、食品药品检验等领域的互通互认，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和

市场监管标准，废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同时，城市群政策可以促进一体化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企业既可以更好地实现商品和

服务的跨地区销售，共享城市群政策所产生的市场需求，又可以使用更多的中间投入品，降低生

产和交易成本。可见，城市群政策有助于破除市场分割下的地区行政垄断，促进企业的区域集

聚，激发市场活力，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2. 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由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所得税税基更大

且对地区经济总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在地区间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

业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地方政府通常会利用行政审批等手段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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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好强加于企业，促使企业在资本要素方面进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企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郭小年和邵宜航，2021）。这会导致部分行业和地区出现盲目投资扩张、重复

建设、产能过剩（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等“资本偏向”的逆资源禀赋趋势。

国家出台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等大多旗帜鲜明地提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

基本原则，即遵循城市群演进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

挥政府在空间开发管制、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作用，提升城

市群发展质量。同时，相关政策文件均明确强调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

项和环节，推行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发布“零跑腿”事项清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

约束地方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和企业活动的行为，提高市场效率（郭小年和邵宜航，2021）。“中国

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的研究表明，城市群内城市的营商环境整体上优于全国

平均水平。可见，城市群政策有助于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使企业更多依据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价值而非政府偏好来配置要素资源，从而缓

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3. 增大自主研发强度。现实中，产品市场并不是充分竞争的，企业能够获得一些超额收

益。同时，要素市场上也存在摩擦，如劳资双方存在讨价还价的现象（Blanchard 和 Giavazzi，

2003）。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指出，中国劳动力缺乏谈判能力，可以忽略讨价还价能力这一因

素，企业的超额利润完全划归资本要素所有。而盛丹（2013）认为，企业招聘时存在“工资面议”

现象，这说明劳动者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申广军等（2018）也强调，在分配超额收益时，考虑劳

动者的议价能力更加符合现实。可见，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将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是影响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关键因素。城市

群政策强调要不断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城市群从“要素驱动时代”进入“创新驱动时代”。地方

政府通过设立协同创新中心、孵化科技产业园区、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和培育创新服务机构等措

施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这些措施有利于激发城市群内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市

场主体完成转型升级。同时，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集聚经济效应也有助于促进企业的自主创

新。一方面，同行企业在城市群内的空间集聚将产生马歇尔外部经济性，这有利于同行员工之

间的交流和学习，促进创新知识溢出。另一方面，跨行业企业在城市群内的空间集聚将产生雅

各布外部经济性。多样化的产业环境既能为区域内企业带来更多思想碰撞的机会，激发新思

想、新方法，又能帮助创新失败的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调整经营策略、产品或行业，增强企业对创

新失败的包容性。与固定资产投资不同，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通常需要依靠新的技术和方法来

创造知识型资产（Moshirian 等，2021）。而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往往来源于劳动者的聪明才智

（江轩宇等，201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所强调的，“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

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张莉等（2012）研究指出，发展中

国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等方式复制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向，而非根据自身的禀

赋进行自主创新，这将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增大自主研发强

度时更加依赖高技能人力资本，使其愿意让渡更多的利益给高素质人才，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江轩宇和朱冰，2022）。

值得注意的是，以劳动节约型生产流程创新为代表的自主研发活动可能会实现对劳动力的

替代，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自主研发项目还包括新产品、新材料和新技术等关键内容。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强化产业分工协作，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产业竞争

新优势，是城市群规划的重要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显然，简单依靠劳动节约型的生产流程创

江轩宇、朱梦遥、谢蓉蓉：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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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难以提升城市群的产业核心竞争力，也难以促进产业高级化。而新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可能需

要借助先进设备（资本品），其本质上产生的是新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高素质人才的

智力劳动。周茂等（2018）指出，地区产业升级显著增强了对高技能劳动的依赖，从而提升了劳

动收入份额。肖土盛等（2022）研究发现，与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相比，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

更多地增加了企业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本文认为，在城市群政策下，企业以提升核心竞

争力为导向开展创新活动将增加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这种效应大于其对低技能劳动产生的替

代效应，从而增强劳动者的薪资谈判能力，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城市群政策将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避免 2006 年会计准则变化的可能影响（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同时考虑到研发投入

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城市群数据来自国务

院网站，涉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哈长、成渝、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呼包鄂

榆、兰西十一大城市群。企业研发支出和区域经济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

参考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以及江轩宇和贾婧（2021）的做法，本文对研究样本做了以下处

理：（1）剔除“十四五”规划中未被国务院批复的 8 个城市群内的注册公司；①（2）剔除金融业上市

公司；（3）剔除 ST、*ST 和 PT 公司；（4）剔除劳动收入份额大于 1 小于 0 的异常值；（5）剔除资不

抵债的公司；（6）剔除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观测值。本文最终得到 23 936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为了减少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基于城市群分批批复所形成的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构建了如下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城市

群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LS i,t = α0+α1Cities+
∑

Controls+
∑

Firm+
∑

Ind+
∑

Year+εi,t （1）

1. 被解释变量。LS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参考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以及施新

政等（2019）的做法，LS=（劳动报酬+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销售收入。同时，

为了使劳动收入份额在取值上更加符合正态分布，本文还参考方军雄（2011）的做法，对 LS 进行

了对数化处理，LNLS=ln［LS/（1−LS）］。
2. 解释变量。②Cities 为虚拟变量，表示城市群政策。若企业 i 所处城市在 t 年被国务院批复

进入城市群，则 t 年及以后年份 Cities 取值为 1，③否则为 0；若企业 i 所处城市从未被国务院批复

进入城市群，则样本期内 Cities 始终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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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四五”规划中未被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城市群包括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黔中城市

群、滇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晋中城市群。当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中国城市群数量及各城市群范围的界定存在多种划分标准，相关

争议可参见张学良（2013）。

② 需要注意的是，在城市群正式批复前，城市群协同建设的前期基础工作已经展开。但在正式批复之前，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起始时间难

以获取，而且在正式批复之后，城市群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因此，本文参考刘倩等（2020）的方法，以城市群批复作为外生

冲击事件，探讨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③ 中原城市群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被国务院批复，政策可能在下一年才会产生影响。因此，对于中原城市群内的注册企业，Cities 在

2017 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2017 年以前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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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参考方军雄（2011）、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以及施新政等（2019）等文献，本

文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销售收入增长率

（Growth）、资本产出比（KY）、资本密集度（CI）、董事会规模（Broad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ir）、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管理层持股比例（Mhold）、上市年限（Age，取自然对数）、是否两职

合一（Dual）、托宾 Q 值（Q）、销售毛利率（Margin）、上市公司注册省份的出口额（按当年平均汇

率换算）占 GDP 的比重（Export）、现金持有水平（Cashhold）、员工人均收入（Pay，取自然对数）。

此外，本文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公司、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3）仅控制

了公司、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Cities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本文假说相符，说明城市群

政策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列（2）和列（4）进一步控制了公司和区域层面影响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因素，Cities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除了统计意义显著外，城市群政

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意义也较强。以列（2）回归结果为例，在城市群正式批复后，城

市群内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上升 0.2 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劳动收入份额样本均值的

1.61%，样本中位数的 1.89%。
  

表 1    城市群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1）LS （2）LS （3）LNLS （4）LNLS

Cities
0.002** 0.002** 0.031*** 0.026***

（2.42） （2.18） （3.38） （3.38）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23 936 23 936

adj. R2 0.830 0.868 0.827 0.874
　　注：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受篇幅限制，表中仅列示了主要变

量的回归结果。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以城市群正式批复前的第一年为基期，表 2 中列（1）和列（2）的动态

DID 结果显示：（1）Pre（n）的系数均不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城市群正式批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

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差异，基本满足平行趋势假定；（2）在城市群正式批复后，Post（n）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2. 安慰剂检验。与城市群政策同期出台的其他政策可能会对本文结论产生干扰。为了更好

地验证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确实由城市群政策所引起，本文还做了安慰剂检验。本文在企业层

面随机假定城市群的批复时间，并代替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 Cities，做了 1 000 次随机抽样回

归。如图 1 所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均匀分布在零值附近，服从正态分布。这表明真实的政策效

应与安慰剂检验结果显著不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江轩宇、朱梦遥、谢蓉蓉：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①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列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参见工作论文版本。此外，在样本期内，部分公司的行业发生了变化，因而本文同

时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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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换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法。

借鉴方军雄（2011）的做法，本文以要素

成本计算的增加值来衡量劳动收入份

额，LS1=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营业利

润+折旧摊销+营业税金及附加）。借鉴

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删除了 LS1 大于

1 或者小于 0 的异常观测值，从而导致样

本量减少。根据表 2 中列（3）和列（4）结
果，在更换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法后，

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表 2    稳健性检验

（1）LS （2）LNLS （3）LS1 （4）LNLS1 （5）LS （6）LNLS

Cities
0.005** 0.025*** 0.004*** 0.051***

（2.50） （2.89） （2.94） （3.64）

Pre（6）
−0.003* −0.022

（−1.70） （−1.45）

Pre（5）
−0.003** −0.030**

（−2.22） （−2.20）

Pre（4）
−0.002 −0.016

（−1.32） （−1.33）

Pre（3）
0.000 −0.003

（0.18） （−0.30）

Pre（2）
0.000 0.001

（0.03） （0.11）

Current
0.001 0.006

（0.70） （0.64）

Post（1）
0.001 0.025**

（1.09） （2.35）

Post（2）
0.004*** 0.058***

（3.00） （4.85）

Post（3）
0.004*** 0.071***

（2.97） （5.14）

Post（4）
0.005*** 0.085***

（2.80） （5.13）

Post（5）
0.007*** 0.108***

（2.84） （4.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 控制 控制

省份−年度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23 685 23 685 23 936 23 936

adj. R2 0.868 0.874 0.857 0.869 0.872 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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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层面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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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高维固定效应。控制公司、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能够部分缓解遗漏变量问题对研究

结论的干扰，但行业和省份层面仍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为此，本文在模型（1）
中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年度”和“省份−年度”的高维固定效应。根据表 2 中列（5）和列（6）结
果，在控制了高维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保持稳健。

五、拓展性研究

（一）作用机制分析

1.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本文检验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垄断利润的影响。参考 Nickell 等
（1996）以及韩忠雪和周婷婷（2011）的做法，本文采用经过行业年度中位数调整后的垄断租金来

衡量企业的垄断势力，垄断租金 PMC =［息税前利润及折旧+财务费用−（权益资本 /资本总

额）×权益资本成本−实际利息支出］/销售总额。垄断租金越高，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大。表 3 中列

（1）结果显示，Cities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城市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公平竞

争，减少了区域内企业的垄断利润。如果减少垄断利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重要路径，可以预期当企业垄断利润减少时，城市群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加

显著。基于此，本文计算了处理组样本中每家公司进入城市群前后 PMC 均值的差异 ΔPMC。

ΔPMC 大于 0 说明企业所在城市被正式批复进入城市群之后，企业的垄断利润增加，此时

Cities_HPMC 取值为 1；ΔPMC 小于 0 说明企业所在城市被正式批复进入城市群之后，企业的垄

断利润减少，此时 Cities_LPMC 取值为 1。表 3 中列（2）和列（3）结果显示，Cities_LPMC 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Cities_HPMC 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本文的逻辑相符。
  

表 3    机制分析：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1）PMC （2）LS （3）LNLS

Cities_HPMC
0.002 0.016

（1.14） （1.19）

Cities_LPMC
0.002** 0.029***

（2.50） （3.61）

Cities
−0.283***

（−3.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23 936

adj. R2 0.802 0.873 0.874
 
 

2. 缓解资本要素过度投资。本文检验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资本要素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

参考白俊和连立帅（2014）的方法，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CIi,t =θ0+ θ1S izet−1+ θ2Levt−1+ θ3Roat−1+ θ4Growtht−1+ θ5Tangiblet−1

+
∑

Zone+
∑

Ind+
∑

Year+εi,t

（2）

其中，CI 为企业的资本密集度，采用“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员工人数”进行衡量，Tangible 为资本

结构，Zone、Ind 和 Year 分别为省份、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模型（2）的残差为企业实际的资本

密集度偏离最优资本密集度的程度，即资本要素过度投资水平 OverCI，残差为正说明企业的资

本密集度超过基于要素禀赋的最优资本密集度。表 4 中列（1）结果显示，Cities 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这说明城市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内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如果缓解资

江轩宇、朱梦遥、谢蓉蓉：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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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过度投资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可以预期当企业对资本要素

的过度投资水平下降时，城市群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加显著。基于此，本文

计算了处理组样本中每家公司进入城市群前后 OverCI 均值的差异 ΔOverCI，采用与上文检验促

进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相同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表 4 中列（2）和列（3）结果显示，只有 Cities_LC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本文的逻辑相符。
  

表 4    机制分析：缓解资本要素过度投资

（1）OverCI （2）LS （3）LNLS

Cities_HCI
−0.004*** −0.030***

（−4.40） （−3.28）

Cities_LCI
0.007*** 0.076***

（7.07） （7.99）

Cities
−0.034***

（−3.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23 936

adj. R2 0.621 0.869 0.874
 
 

3. 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占总资产的比重（RD）来衡量企业的自主研发强

度。表 5 中列（1）结果显示，Cities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城市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大

了区域内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如果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重要路径，可以预期当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增大时，城市群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

会更加显著。基于此，本文计算了每家公司进入城市群前后 RD 均值的差异 ΔRD，采用与上文机

制检验相同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表 5 中列（2）和列（3）结果显示，Cities_HR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Cities_LRD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城市群政策会通过增大自主研发强度而提高企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本文的逻辑相符。
  

表 5    机制分析：增大自主研发强度

（1）RD （2）LS （3）LNLS

Cities_HRD
0.005*** 0.066***

（3.31） （4.37）

Cities_LRD
−0.003 −0.034

（−1.29） （−1.61）

Cities
0.001**

（2.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23 936

adj. R2 0.814 0.869 0.875
 
 

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城市群政策会让企业更加依赖高素质人才。那么，城市群政策是

否真的能够促进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参考肖曙光和杨洁（2018）
以及何小钢等（2019）的方法，采用研发人员占比（RL）和本科及以上员工占比（Edu）来衡量企业

的劳动力结构。表 6 结果显示，Cities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支持了本文的研究逻辑，即城

市群政策确实增大了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推动了企业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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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行政垄断程度的检验。当企业所

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时，市场分割现象

更加严重，企业受到的保护更强。此时，城市

群政策能够通过打破区域壁垒，更好地提高

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本文预期，当企

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时，城市群政

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加显著。本文借鉴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的方法，采用每

个省份与所有相邻省份相对价格方差的均值来衡量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Segm）。从表 7
中可以看出，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时，Cities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本文的逻

辑相符。

2. 基于政府干预程度的检验。参考潘红波等（2008）以及王小鲁等（2019）等文献，本文利用

财政赤字率和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本文根据财政赤字率的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如果公司所在地区的财政赤字率大于当年样本中

位数，则认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表 8 中 Panel A 结果显示，Cities 的回归系数仅在政府干预程度

较高的地区显著，这与本文的逻辑相符。此外，本文根据“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的年度中位数

进行分组，如果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小于当年样本中位数，则认为政府干预

程度较高。根据表 8 中 Panel B 结果，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表 7    城市群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考虑行政垄断程度的影响

LS LNLS

（1）行政垄断程度高 （2）行政垄断程度低 （3）行政垄断程度高 （4）行政垄断程度低

Cities 0.004***（3.02） 0.001（0.61） 0.041***（2.95） 0.020（1.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173 15 982 8 173 15 982

adj. R2 0.852 0.878 0.868 0.879
 
 

  
表 8    城市群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考虑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

LS LNLS

（1）政府干预程度高 （2）政府干预程度低 （3）政府干预程度高 （4）政府干预程度低

Panel A：利用财政赤字率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Cities 0.006***（4.40） −0.001（−1.22） 0.050***（4.07） 0.007（0.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982 13 954 9 982 13 954

adj. R2 0.857 0.878 0.869 0.879

Panel B：利用“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Cities 0.005***（3.80） −0.000（−0.25） 0.062***（5.34） −0.001（−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800 11 136 12 800 11 136

adj. R2 0.863 0.884 0.869 0.890
 
 

表 6    城市群政策与企业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

（1）RL （2）Edu

Cities 0.016***（8.71） 0.007***（3.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adj. R2 0.734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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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性的检验。本文指出，城市群政策可能会增加企业在价值创造

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依赖程度，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但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自主研发

强度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促进作用和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作用的动态对比。可以预期，当资本

要素和劳动要素更多呈现互补效应时，城市群政策通过增大自主研发强度，能够更加显著地增

加企业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此时城市群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会更加显著。

为了检验这一逻辑，本文参考江轩宇和朱冰（2022）的做法，利用每家公司在 2007−2020 年的时

间序列数据，基于模型（3）对企业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互补性（COMPLE）进行估计。

GFAi,t = β0+β1GPAYi,t +εi,t （3）
其中，GFAi,t 为公司 i 在 t 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率，GPAYi,t 为公司 i 在 t 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增长率。COMPLE 为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 β1，COMPLE 的数值越大，劳动要素和

资本要素的互补性越强。在得到 COMPLE 之后，本文根据样本的行业中位数进行分组，若公司

的 COMPLE 大于行业中位数，则认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互补性较强，否则认为两者的互补

性较弱。从表 9 中可以看出，Cities 的回归系数仅在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互补性较强时显著，这

与上述逻辑相符。
  

表 9    城市群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考虑资本与劳动要素互补性的影响

LS LNLS

（1）互补性强 （2）互补性弱 （3）互补性强 （4）互补性弱

Cities 0.003**（2.36） 0.001（0.58） 0.040***（3.91） 0.008（0.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 764 10 172 13 764 10 172

adj. R2 0.876 0.874 0.882 0.877
 
 

（三）城市群政策与共同富裕

1. 城市群政策对普通员工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可以

分为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施新政等，2019），要实现扩大中等收入

人群、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显然更应提高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本文采用高管薪酬总额

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MLS），采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高管薪酬总额）/营业总收入”来衡量普通员工的

劳动收入份额（LLS）。从表 10 中列（1）和列（2）可以看出，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

动收入份额，但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城市群政策能够让更多的普通员

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表 10    城市群政策与共同富裕

（1）MLS （2）LLS （3）FPG

Cities −0.000（−0.17） 0.002**（2.21） −0.067*（−1.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23 936

adj. R2 0.828 0.867 0.743
 
 

2. 城市群政策与公司内部薪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是缩小劳动收入差距，本文

进一步研究了城市群政策对公司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借鉴孔东民等（2017）的研究，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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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来衡量公司内部薪酬差距（FPG），这一比值越大，公司

内部薪酬差距越大。从表 10 中列（3）可以看出，城市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公司内部薪酬

差距，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四）排除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干扰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Krugman，1991），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较好，这可能会

对周边的低能级城市形成“虹吸效应”，带来“集聚阴影”。由于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相对

较多，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由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影响所导致？城市群政策是否以牺牲周边城

市的劳动收入报酬为代价？为了排除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将从两个方

面进行检验。

1. 区分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影响。根据各大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将城市群

内的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若公司 i 所处城市为中心城市，且在 t 年被批复进入城

市群，则 t 年及以后年份 Centre 取值为 1；若公司 i 所处城市为非中心城市，且在 t 年被批复进入

城市群，则 t 年及以后年份 NonCentre 取值为 1。表 11 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无论以 LS 还

是 LNLS 作为被解释变量，Centre 和 NonCentre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且系数差异检验表明不

存在明显差别。这说明城市群政策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都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本文的结论并非由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影响主导。

2. 城市群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本文构建了模型（4）来检验

城市群政策是否会通过“虹吸效应”对周边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LS i,t = α0+α1NCities+
∑

Controls+
∑

Firm+
∑

Ind+
∑

Year+εi,t （4）

其中，若 t 年企业 i 所在城市的相邻城市被批复进入城市群，则 NCities 取值为 1，否则为 0。因为

模型（4）主要考察城市群政策对周围城市的影响，所以回归分析时剔除已经被批复进入城市群

的样本。如果存在“虹吸效应”，则回归系数 α1 显著为负。表 11 中列（3）和列（4）结果显示，

NCities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当被解释变量为 LNLS 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城市群政策

对周边城市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可以排除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表 11    排除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干扰

（1）LS （2）LNLS （3）LS （4）LNLS

Centre 0.002*（1.92） 0.020**（2.15）

NonCentre 0.002*（1.65） 0.034***（3.61）

NCities 0.002（1.02） 0.051**（2.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936 23 936 4 258 4 258

adj. R2 0.868 0.874 0.842 0.862
 
 

六、结论与启示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 2035 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作为先

进的空间组织形态，城市群是开拓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那么，城市群政策是否

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本文利用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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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

次收入分配制度，让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揭示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是先把“蛋糕”

做大，再将“蛋糕”分好。本文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实现共同

富裕的目标。因此，相关部门应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不仅要以协调会等非正

式合作的形式推进合作，更应构建城市群内城市的利益共享机制，增加对融合发展指标的考核；

同时，推动各地区市场运行和经济治理规则的相互衔接，以持续的改革创新来充分释放城市群

协同发展的活力，让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第二，为进一步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本文研究发现，促

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

群政策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因此，政府首先应强化反垄断，废除含有地方保护

主义等妨碍市场统一的政策，提高企业主体的市场地位，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广阔的发展空

间。其次，政府应更好地推动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

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意识，让企业更多根据要素禀赋而非政

策目标来组织生产。最后，政府应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

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根据自身禀赋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让企业的发展更加依

靠高素质人才。

第三，为人力资本如何匹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现有研究指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将增加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本文研究也发现，城市群政策促进了企业劳动力结构的优化

升级。而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部门应引导企业开展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通过培训补贴和培训支出税前扣除等优惠方式进行培训激励，加强对创新型、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基地，通过职工培训基础平台共享来健全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深化人力资本结构性改革，从而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驾护航。

　　* 文章还得到中央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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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City Cluster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Income Share in Micoro Firms

Jiang Xuanyu,  Zhu Mengyao,  Xie Rongrong
(School of Accountanc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ity clusters, the main form of urbanization and an import-

ant power sou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city cluster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dicating that city cluster policies can help employ-

ees better share the achievements of firms,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 evidence shows that: (1) Strengthen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to reduce

monopoly profits of firms, alleviating excessive capital investment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m-

proving R&D intensity are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ity cluster policies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2)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city cluster policies and labor income share is stronger if the firm faces

a high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high, and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 between labor and physical capital is high. (3) City cluster policies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

fe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non-managers, and reduce the pay gap within firms. (4)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both central and non-central cities included in city cluster polici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city cluster policies have no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eliminating the interference of “siphon effect”.

Overall,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 economic con-

sequences of city cluster polic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t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 by verifying that city cluster polici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abor

income share. Second, it exte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ity cluster policies by correl-

ating it with a vital dimension of corporate income distribution decision, namely, corporate labor income share.

Third,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poses to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t also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make more visible and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promoting the com-

mon prosperity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bor income share；  city cluster policies；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R&D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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